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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探析

李学如 陈 勇

摘 要: 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的形成是多重因素共

同作用的结果。在长期的对日外交实践中，他提出了“两

个区分”、“关键是要和平共处”、“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等

指导思想。中日关系遭岸信介破坏后，为修复民间外交并

推进向官方外交过渡，他提出了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三

原则”。恢复邦交后，他又及时提出“不忘老朋友、广交新

朋友”、“官民并举、以官带民”等方针，坚持两条腿走路。
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的提出及实践，在新中国外交史

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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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外交”，又称国民外交或人民外交，是指国家间非政

府主体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①从广义上说，它泛指

各国人民之间的一切友好往来活动。就狭义而论，它特指那

些不代表官方而又具有一定官方背景的民间往来活动。②建国

后，中日关系长期处于坚冰状态，为了打破这一僵局，周恩来

大力开展对日民间外交活动。他本着立足于人民，着眼于人

民的外交思想，在渐进积累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两国关系，最

终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在国际关系史上创造 了 新 的 范 例。
当今世界，民间交流日益活跃和快捷，“民间外交的作用越来

越重要”，③学界深入探讨周恩来的对日民间外交思想，无疑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

当时美日对华政策的演变、中日两国开展民间交往的现实需

要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一) 美日对华政策阻碍了中日关系正常化

战后中日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两国如何结束战争状态、实

现邦交正常化。日本投降后美国实现了对其单独占领，日本

的政治、经济、外交都受制于美国。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朝鲜

战争的爆发，日本成了“美国维持它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地位

的关键。”④为了把日本变成其远东的反共战略基地，美国迅速

地改变了以往的对日政策，加速了对日媾和的进程。1951 年
9 月 4 日，美国悍然召开了其一手包办的旧金山对日和会，并

于 9 月 8 日签订了片面的对日和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利益，对新中国的安全构成了

极大的威胁。旧金山和约让日本吉田政府 处 理 同 中 国 的 关

系，变得棘手。在选择北京还是台北上，日本政府举棋不定。
但在美国看来，“如果日本政府选择北京政权为正统政府，美

国远东政策的一角就会崩溃”。⑤为此，美国政府不断地向日本

政府施压，敦促它加速同台湾当局进行缔约谈判。美国国务

卿杜勒斯言称:“只要日本不承认中华民国，美国国会便无意

批准旧金山和约”。⑥在美国的重压下，1952 年 4 月 28 日，日

本吉田政府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日蒋“和约”，建立了所谓的“外

交”关系，为中日关系正常化设置了法律障碍。这样，中日之

间官方外交在当时难以启动。为了打破僵局，周恩来寄希望

通过发展两国民间往来，加深相互理解，使双方保持一个特殊

的联系渠道，为两国邦交正常化创造条件。
( 二) 中日两国开展民间交往的现实需要

战后，中日之间的冰冻局面既与中国人民的和平愿望相

左，也于日本人民的切身利益相背离。因此，中日之间冰冻关

系的底层仍有着一条民间友好的潜流，这为周恩来对日民间

外交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基础。
首先，开展中日民间友好往来是新中国突破美日封锁孤

立政策的现实需要。新中国诞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力图把她扼杀在摇篮里。中国要走向世界，就必须打破西方

的封锁。当时，周恩来把打破中日关系的僵局看得尤为迫切

和重要。因为从当时世界政治形势来看，中国与美国为首的

西方国家直接对话是不可能的。而从日本入手，利用民间渠

道，逐步化开坚冰，首先打破自己在亚太地区的被孤立封锁局

面，拓宽新中国外交活动空间，这在当时具有必 要 性 和 可 能

性。
其次，日本人 民 也 有 与 中 国 人 民 友 好 交 往 的 强 烈 愿 望。

一方面，战后日本人民渴望和平，希望和中国人民恢复传统友

谊。新中国刚成立，日本有识之士就召开了日中友协筹备会。
会议通过决议，要把日中友好运动扩展到全国 各 阶 层 中 去。
1950 年 10 月 1 日，日中友协在其成立宣言中明确表示: “日本

军国主义对中国的这种侵略，不仅破坏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

破坏了日本人民的生活”。为了完成两国人民和平友好的使

命，“需要两国人民尤其是日本 人 民 的 热 情 努 力”。⑦ 另 一 方

面，当时的日本尚未渡过物质匮乏的阶段，从中国大陆输入工

业原料及生活必需品对其恢复国民经济有重大意义。1950 年
4 月 29 日，日本参议院在一份关于促进日中贸易的决议中提

出:“贸易依然不景气，国内萧条日益深化，作为打开这一局面

的对策，无论是产业界、贸易界，还是普通国民都强烈要求迅

速重开对新中国的直接贸易”。⑧日中友协在其活动方针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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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为明确:“战后我国经济的实际状况已经告诉了国民，没

有与中国全面的经济交流，日本的自主重建是不可能的，促进

对华贸易已经成了国民的普遍愿望”。⑨由此可见，迫切需要

和新中国发展经贸往来，成为当时日本朝野和经济界人士的

共识。周恩来正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审时度势，抓住了中日关

系的联结点，即“中国人民是愿意同日本人民友好的，日本人

民也是愿意同中国人民友好的。这两者就是中日友好关系的

基本条件”。⑩

二

自新中国成立到中日邦交正常化，周恩来一直亲手掌握

对日工作。期间他进行了广泛的对日民间外交实践，发表了

大量关于中日关系的谈话，蕴含着丰富的民间外交思想。
( 一) “两个区分”
中日两国有着两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但同时也有挥

之难去的日本军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痛苦的战争经历。如

何消除人民心灵深处的巨大创伤和隔阂，这是恢复和发展中

日两国人民间友好关系不容回避的一个 问 题。周 恩 来 本 着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精神，强调开展中日关系必须做到
“两个区分”，即“要把帝国主义的政府和这些国家的人民区别

开来，要把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和一般官员区别开来”。瑏瑡

早在 1952 年，周恩来在关于美国宣布非法的单独对日和

约生效的声明中就明确指出:“吉田反动政府的这种种卑劣行

为，是与日本所有爱国人民争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战争

状态、恢复和平关系的愿望绝对违反的。中国人民深知，在美

国占领之下的日本以吉田政府为首的反动集团不能代表日本

人民。”瑏瑢这里，周恩来把日本人民同日本政府加以区别，寄希

望于日本人民，预示出两国人民友好的前景。1956 年 10 月，

日本在北京举办了商品展览会。这次展览会遇上的大难题是

如何解决悬挂国旗的问题。会场悬挂“太阳旗”担心群众情绪

上接受不了，但是不让挂旗，从道理和国际信义上讲不通，也

不合对等原则。周恩来指示工作人员“要讲政策，多做群众工

作”，要“向群众讲清楚，中日两国人民都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

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日本人民是没有责任的，日本人民是愿意

同中国人民友好的”。瑏瑣“两个区分”思想的提出，增强了我国

干部和广大群众从事人民外交的自觉性，同时也打消了日本

人士中的某些疑虑，从而为中日双方的民间友好往来奠定了

比较牢固的思想基础。
( 二) “关键是要和平共处”
和平共处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精髓，也是他大力推行对

日民间外交的基础。
首先，民间交往以互不干涉内政为条件。在发展中日关

系、争取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周恩来寄希望于两国人民，但

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决不干涉日本的内政，并尊重日本人民对

其社会制度的选择。周恩来在多个场合向日本友人表达了中

国政府的这一一贯立场。
1954 年，周恩来在同来访的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和日本

学术文化访华团的谈话中指出: “我们承认日本人民的日本，

日本人民投吉田先生的票，我们就承认吉田先生代表日本，如

果日本人民投铃木先生的票，我们也承认铃木先生代表日本。
这决定于日本人民的选择，不决定于中国，日本 人 民 投 谁 的

票，谁得的票多，谁组织政府，我们就承认谁”瑏瑤。周恩来的这

次谈话加深了日本友人对中国对日政策的理解。
日本战后受美国控制，处在一个困难的境地。1956 年 5

月，周恩来在会见日本工人代表团时，表达了对日本当时处境

的同情。但同时他又强调:“摆脱痛苦的办法一个国家和另一

个国家不同。中国有中国的办 法，日 本 可 能 有 日 本 的 办 法。
这要由自己国家和人民来决定，别的国家不能干涉”。瑏瑥1957
年 2 月，周恩来在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辻 政 信 时 进 一 步 表 示:

“我们并未设想日本会变成社会主义，因为日本人还无此要

求。我们很愿与日本友好，尊重日本人选择的制度”。瑏瑦周恩来

这些谈话，解除了一部分日本人对中国政府支持双方民间往

来的戒虑，增强了双方的互信度，从而为中日民间友好关系的

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其次，民间经贸往来要坚持平等互利原则。早在他会见

大山郁夫时就说过: “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必须建立在

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互通有无，“这就

有利于中日两国贸易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中日两国关系的正

常化”。瑏瑧建国初，新中国提出了工业化目标，这引起了一部分

日本人的不安，认为中国工业化会对日本工业化有冲突。针

对少数日本人的这种殖民主义心理，周恩来明确指出，“只有

中国工业化，才能彻底改变过去那种所谓‘工业日本，原料中

国’的帝国主义和半殖民地的经济关系，而建立起真正平等互

利、有无相通的贸易关系”。瑏瑨因此，“今后的经济合作、贸易往

来和技术交流应该真正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这样才有

广阔的发展前途”。瑏瑩

在中日民间外交的实践中，周恩来倡导和平，真诚地推动

两国人民友好相处。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周恩来就表示: “中

国人民是愿意与日本人民和平相处，友好团结，以保障远东和

平的”。瑐瑠 1954 年他在同日本友人谈话时又指出: “和平共处，

就是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共存共荣’”。瑐瑡他反复告诫，中日

关系的发展前途“关键就是要和平共处，谁也不要存别的心

思”。瑐瑢

( 三) “民间先行、以民促官”
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大致萌芽于 1952 年。据肖向前

回忆，在此之前，我国同日本尚无直接接触，1952 年“日华和

约”签订后，日本人民广泛地开展运动，反对美日政府这种无

视现实、违反国际法惯例的做法。不少有识之士试图冲破这

种人为的限制，主张同新中国开始实际上的来往，以促进中日

关系尽早正常化。在此情况下，周恩来不失时机地利用各种

国际活动打开民间接触的途径，并使之扩展为广泛的民间外

交。瑐瑣

1953 年 9 月，周恩来会见了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

山郁夫，这是建国后他会见的第一位日本客人。在谈到如何

共同开展中日关系时，周恩来说: “我们欢迎日本人民代表团

前来我国访问，同时我国人民也愿派代表前往日本访问。”但

是现在美、日本反动派阻碍着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
日本现政府还公然执行着美国政府的“禁运”政策，竭力阻碍

中日贸易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因此，“首先打破这个阻碍，

需要两国人民的共同奋斗。”瑐瑤 这里周恩来把发展中日关系的

融冰之基寄寓于两国人民，最初表达了发展中日关系必须“民

间先行”的思想。
1954 年奉行“自主国民外交”的鸠山组阁。鸠山主张改善

中日关系，在他任内，双方的民间往来得以不断扩大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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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年 5 月，周恩来会见了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欧仁妮
·戈登夫人等人。谈及中日关系时，周恩来说: “不但人民要

来往，人民还要影响政府，改变政府的态度，两国才能友好”。
当然“人民的态度可以影响政府，政府不得不考虑人民的意

见，因为它要争取选票”。瑐瑥“人民要影响政府，改变政府的态

度”，“人民的态度可以影响政府”，周恩来辩证地阐释了“以

民促官”发展中日关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到 1956 年 6 月，中日两国民间团体共签订了涉及议会、渔

业、侨民、文化等方面的 15 个民间协议，创造了民间团体来往

的记录。这时周恩来“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思想也初步形

成。他在会见日本国营铁道工会等访华代表团时说，“两国外

交关系的恢复，需要两国政府的努力，但也需要两国人民的推

动。”因为“日本政府在中日建交问题上有困难，困难不仅在内

部，而且更大的困难是由于外来的干涉和压力。”那么如何克

服这些困难呢? 周恩来明确指出，“我们大家为推动中日关系

正常化而努力，也就是帮助日本政府克服外力所加的困难。”
他认为，“一个愿意反映民意的政府，一定会懂得如何运用人

民的要求来抵抗外来的压力。”基于此，周恩来坦诚地说，在两

国政府能够进行直接接触以前，两国人民团体之间多多来往，

“就照国民外交的方式做下去，日本团体来得更多，我们的团

体也多去，把两国间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只剩下两国外交

部长签字，这些很省事，这是很好的方式”。瑐瑦

1957 年 4 月，周恩来在会见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

时，清晰地规划了民间外交的发展路径。他说打破恢复中日

邦交的困难局面，“先从中日两国人民进行国民外交，再从国

民外交发展到半官方外交，这样来突破美国对日本的控制”;

“总有一天，日本外交的独立性会更加强，水到渠成，日本撤消

对台湾的承认，中日会恢复邦交。”瑐瑧 7 月，周恩来在同日本记

者谈中日关系时，高度评价了民间外交的地位和作用。他对

记者们说，“我们这样的做法，可以说是在国际关系史上创造

了新的范例。我们是抱着这样愉快的有希望的心情来进行国

民外交的，我们把国民外交看成是我们整个外交的重要组成

部分。”瑐瑨 1959 年 3 月，周恩来在接见日本社会党访华代表团

时，将对日民间外交思想做了精练概括，即“通过人民的努力，

推动政府，来达到恢复邦交，缔结和约。”瑐瑩 这些论述标志着他

的“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思想完全

成熟。
( 四) 对日民间外交政策的调整:“政治三原则”
1958 年，通过民间交往而发展起来的中日关系，因岸信介

政府的破坏而再陷僵局。
从中日民间交往突然受挫的经验中，周恩来认识到仅强

调民间的友好往来和单纯的经济关系而不明确树立政治性原

则是不行的。1958 年 6 月 11 日，中国方面在中国渔业协会通

知日方不再延长渔业协定期限之际，提出了恢复关系的三项

原则，即: 1. 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 2. 不制造“两个中国”;

3. 不妨碍两国关系正常化，通常被称为政治三原则。1959 年
3 月，周恩来在接见日本社会党访华代表团时明确了政治三原

则是发展中日关系的基础。他说: 中国方面用各种办法推动

中日关系的发展。9 年来，两国人民的友好来往超过其他任何

国家。两国人民团体之间签订的协议和共同声明有几十件之

多。但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在敌视中国、阻挠中日关系正

常化和阴谋制造‘两个中国’的情况下，就无法恢复中日两国

的经济关系”。瑑瑠 1964 年 4 月，他在会见日本关西经济访华代

表团时又说:“自从岸信介政府撕毁了贸易协定，我提出了政

治三原则，是强调政治的。政治三原则对于绝大多数日本人

来说是不成问题的 ，因为日本人民愿意同中国友好，不敌视中

国，承认新中国，为恢复中日邦交而努力”，“政治三原则主要

是对日本政府说的”。瑑瑡

周恩来关于政治三原则的阐释，深刻地剖析了中日关系

不正常的责任在于日本政府方面，不在中国和两国人民身上。
这样既强调了解决中日关系问题必须从政治问题着手，必须

经过政府途径解决，同时又把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加以区别

对待。从而使日本在 50 年代末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以促进

恢复邦交为主要内容的国民运动，它给日本政府施加了压力，

也使中国方面在对日民间外交中赢得了主动。因此，政治三

原则并非是对民间外交的否定，而是为民间外交的进一步发

展乃至向政府外交过渡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 五) 半官半民的“LT 贸易”
从 1952 年到 1958 年，中日双方共签订了四次民间贸易协

定，这些协定打开了中日之间无官方关系条件下的民间贸易

渠道，推动了中日关系的发展。为使民间贸易和官方挂钩，周

恩来又设想了备忘录贸易形式，即由双方有名望并对政府决

策有影响的人来担保。
应周恩来邀请，松村谦三先后两次访华，双方达成了通过

建立长期综合贸易关系、推动中日关系前进的“君子协定”。
在此基础上，1962 年 11 月，中日双方达成《中日长期综合贸易

备忘录》( 又称 LT 贸易) 。为保证备忘录条款的实施，中方成

立廖承志办事处，日方成立“高碕办事所”( 1965 年，双方办事

处又实现了互派代表、互设联络事务所及交换新闻记者的目

标) 。从此，在中日民间贸易中除友好贸易外，又建立了备忘

录贸易新途径。中日备忘录贸易双方背后都得到了各自政府

的支持。中方的官方背景是不言而喻的，廖承志办事处直接

受国务院领导，工作班子由外交部、外贸部等政府部门的成员

组成。日方的高崎办事所，其成员主要由曾任内阁大臣的政

治家和通产省、大藏省的官员及财界人士组成，实际是具有浓

厚官方色彩的通产省外围团体。因此，“LT 贸易关系实质是

民间形式、官方接触的一种半官半民的关系。”瑑瑢

备忘录协定的签订及实施，是周恩来坚持原则的坚定性

和策略的灵活性推行对日民间外交政策的一个重大成果。自
60 年代初至 1972 年中日复交，“LT 贸易”与“友好贸易”在中

日交往中发挥了巨大的桥梁作用。尤其备忘录贸易机构的设

立，它不仅直接参与和拓展中日综合贸易，而且为中日双方政

界人士的互访、政府间的相互沟通，起到了斡旋、中介和解决

难题的“小型使馆”瑑瑣的作用，标志着双方关系进入了一个崭

新的阶段。周恩来对“LT 贸易”有很高的评价，称其是“有利

于中日两国贸易的发展，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

展，有利于促进中日两国人民关系的正常化”瑑瑤。
( 六) “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
中日两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的共同努力，终于迎来了恢

复邦交的美好时日。但在此之前和之后一段时间，不少人认

为民间外交完成了历史使命，今后主要是两国政府之间发展

官方关系，民间人士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针对这些认识，周

恩来及时提出了“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和“官民并举、以

官带民”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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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年 7 月，周恩来在会见日本社会党副委员长佐佐木

更三时，请他回去跟在野党和友好人士谈一谈，如果中日两国

复交了，过去 20 多年的友好来往会更加密切，更多起来，而不

会淡下去。中国 人 民 交 了 新 朋 友，是 不 会 丢 掉 老 朋 友 的。瑑瑥

1972 年 8 月，周恩来在会见日本经济访华团时说，我们要两条

腿走路，就象北京的大街上跑汽车也跑自行车一样。既搞政

府间贸易，也搞民间贸易; 既跟大公司做生意，也跟中小公司

做生意; 既跟老朋友做买卖，也跟新朋友做买卖。瑑瑦1972 年 9
月，小坂善太郎率领自民党访华团到中国，为田中首相访华做

准备。周恩来表示，当前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是两国人民长

期奋斗的结果。中国人民对于为中日友好播下了种子的日本

朋友，是永远不会忘记的。瑑瑧

中日恢复邦交后，中日友协根据周恩来的想法，有计划地

邀请一些为发展中日友好关系而尽力的朋友到北京。周恩来

抓住时机，亲自做了许多工作。并特别指出，民间外交和官方

外交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坚持两条腿走路。民间外交继续发

展了，可以使政府外交基础更加牢固; 反之官方外交开展了，

又可为民间外交提供更为有利的方便条件。瑑瑨事实上，中日建

交后，在“官民并举、以官带民”方针的指导下，民间外交的面

更广、更宽，成绩也更突出了。

三

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外

交理论，它成功地指导了中日正常关系的恢复与发展，同时也

为发展中国同它国的关系提供了经验借鉴。
客观地说，1972 年 9 月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固然同当时的

国际形势，中美、日美关系的变化分不开，但是如果没有 20 几

年的中日民间外交的积累，没有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田

中首相即便有更大的“决断和实行”的勇气，也难以开启中日

邦交正常化的大门，中日复交过程会更复杂、更曲折，时间也

会更长。研究中日关系的学者李恩民指出: 没有这种持续不

断的民间外交，就不能指望中日邦交正常化顺利实现，外交的

原动力存 在 于 国 民 与 国 民 的 交 流 之 中，这 一 点 是 无 可 怀 疑

的。瑑瑩事实上到 1972 年中日恢复邦交之前，中日民间外交的广

度和深度是空前的。中日之间的业务协定，除了涉及领海、领

空的海运和航空协定之外，几乎都已签署。甚至连中日复交

的原则也已在中日之间的备忘录贸易协议中基本提出来了，

并在中日友协同日本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等的共同声明中

加以公布。正是周恩来倡导并大力推行的民间外交，使中日

邦交正常化具备了日益强大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终使两

国复交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有日本朋友盛赞，是周恩来“亲

自启动日中关系的历史车轮”。瑒瑠 1972 年中日建交前，周恩来

对日本友人说: 我们两国人民之间 22 年的来往超过了任何国

家，这是多年友好的积累，到今天必然会开花结果。瑒瑡

中日民间外交的实践还为中国开展同其他未建交国家的

关系提供了经验借鉴。我国同马来西亚建交前的“羽毛球外

交”，中美解冻前的“乒乓外交”，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佳话。
意大利、哥伦比亚、比利时、卢森堡等国与我建交前，也是民间

外交铺的路。这种先打基础、后起大厦的方法，为中国同更多

国家建立牢固关系确立了正确的途径。直到今天，在一些暂

时仍未与中国建交或复交的国家里，民间外交仍是中国和他

们联系的主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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